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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凝视：具身智能时代的交往异化及其应对

张淑华

摘  要：具身智能根植于“感知—认知—行为”闭环与物理情境的持续互动，正驱动一场深刻的交往革

命。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的逻辑下，技术应用并未导向交往解放，反而催生了交往异化的新形态。对此问

题的批判不能仅限于技术伦理层面，必须深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内核，审视交往实践本身的质性蜕变。在

“算法凝视”下，具身智能时代的交往异化呈现出四重表现：作为交往媒介的语言被工具化、作为交往情境的

空间被规训化、作为交往内核的情感被商品化，以及作为交往目的的价值被资本支配。为扬弃具身智能时代

的交往异化，应在技术向度上充分挖掘具身智能的解放潜能，在制度向度上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打破资本对技

术的垄断，在主体向度上培养个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促成“数据连接”向真正“人的联合”转变，进而将

技术革新转化为交往重塑与人的解放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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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正在经历从感知智能向认知智能、从虚拟智能向具身智能的深刻范式转变。具

身智能作为这一转型的核心方向，挑战了传统人工智能所秉持的“离身认知”预设。它不局限于

虚拟空间的符号计算和信息处理，而是通过具备物理实体的智能系统实现与物理世界的实时交互。

它强调智能行为源于智能体与环境之间持续不断的感知与行动循环，是一种嵌入身体、嵌入情境、

嵌入互动的智能形态，并由此得以嵌入人们日常的交往实践之中。随着具身智能从技术前沿渗透

至广阔的社会场景，其应用实践日益嵌入人类交往的深层结构，深刻重塑着人际互动的基本样貌。

交往关系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人与人，而是扩展为人机共存、人机交融的新形态，甚至交往过程本

身也开始被技术架构所预先规制。已有研究警示，在数字资本主义逻辑下，技术使用者极易被整

合进“数据捕获—算法驯化—价值榨取”［1］ 的生产链条。这一过程，正是本文所要剖析的核心症

候——“算法凝视”。所谓“算法凝视”，“正是算法对个人数据进行意义加工的过程”［2］。在具身

智能语境下，这一过程具体体现为智能系统通过整合多模态传感器数据，对个体物理动作、微表

情和交往行为进行实时监控、分析和塑形的过程，从而实现对人的全方位透视和规训。它并非中

立的技术功能，而正是资本逻辑在数字时代的技术化身。在这种无所不在的凝视之下，交往主体

从自在目的被重构为一种可供榨取的工具性存在，因此，其劳动过程与交往行为的自主性与真实

性遭到了系统性的侵蚀。

总体来看，学术界已有成果主要聚焦于数字交往异化的多重维度，涵盖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

对数字交往形态的总体性阐释［3］，聚焦人机对话及其功能特征［4］，解析数字技术与资本逻辑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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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交往异化的生成机理［5］，亦不乏对人与社会关系重构的批判性反思［6］。然而，这些富有洞见的

探讨，批判的焦点多集中于数字交往异化的宏观成因与社会后果，而对于数字交往实践“内部”

发生的结构性病变，缺乏一个系统性的诊断框架。这一理论上的局限在面临大模型与具身智能结

合为代表的人机交互新范式，显得尤为突出。为回应这一挑战，本文立足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构建一个旨在剖析交往实践内在质变的分析框架，深入考察具身智能时代的交往异化在语言、空

间、情感与价值，即交往媒介、交往情境、交往核心和交往目的四个维度的具体表现。最终，本

文尝试从技术范式重塑、生产关系变革与交往主体重建等层面探索扬弃异化的解放路径，以期为

构建良善的人机共存社会秩序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观照。

一、理论谱系：作为交往批判的马克思异化理论

在具身智能技术日益渗透并重构当代交往秩序的背景下，理论建构应以重新审视异化的概念

内涵与实践指向为逻辑起点。系统考察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不仅在于厘清“异化”从神学、德国

古典哲学到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演进，更在于揭示马克思本人思想体系中从“异化的历史观”向

“历史的异化观”的关键性范式转换。一种真正具有穿透力的分析框架，必须超越单纯的劳动异化

视角。如日本学者望月清司所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实则是劳动异化与交往异化辩证统一的整体。

正是这一整体性视野，使得马克思的理论在与霍耐特、耶给等当代批判理论家的对话中，依然保

有更卓越的制度批判深度与存在论厚度，从而为剖析算法时代的交往困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一） 概念厘定：从精神异化到交往异化

在 19 世纪德国古典哲学中，异化被用来阐述主客体的特殊关系。费希特认为客体是主体“异

化”的产物。而黑格尔首次将“异化”提升为核心的哲学与存在论范畴，泛指“精神实体作为主

体自身的分而为二即自身对立化或产生自身的对立物”［7］（P681），这种异化是观念性的，最终只能在

绝对精神中被“扬弃”。在批判黑格尔的基础上，布鲁诺·鲍威尔提出“自我意识”异化，但仍未

跳出精神范畴，遮蔽异化的现实性与属人性，未能将异化问题落实到现实社会关系之中。费尔巴

哈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时继承并改造了异化概念，认为宗教异化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然而他的

批判亦未能触及产生异化的现实社会活动。

这些思想为马克思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将异化问题从抽象的哲学思辨历史性地转变为对

现实生产关系，即最基础的社会交往形式的剖析。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马克思提出

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的四重异化状态。其一，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

其二，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其三，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其四，人同人相异化，人际关系被物化

为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社会关系。这四重异化共同构成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整体性异化结构，尤其

是人际关系的异化，标志着异化开始从生产领域渗透至社会交往本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几

乎同时期的 《詹姆斯·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 一书摘要》（以下简称 《穆勒评注》） 中，马克思

将批判的锋芒进一步指向了社会交往领域。在 《穆勒评注》 中，马克思将交往 （Verkehr） 的本质

界定为一种不借助任何中介的、直接的人格间关系，并将其视作“人的本真形态”［8］。但在市民社

会中“人格之间的交往只有借助于私人所有和货币这样的中介才能完成，结果使人格与人格的关

系表现为物象和物象之间的交换关系”［9］。这种状况已然背离了交往的本质，马克思将其命名为

“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10］（P25），最早提出“交往异化”概念，这为我们理解当代技术中介下的交

往异化提供了最直接的文本依据。

基于 《穆勒评注》 及相关文本，可以提炼出判定“交往异化”的三个相互关联且层层递进的

核心维度。其一，交往媒介的物化。当人与人的直接关系被物化为以货币为代表的交换关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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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理所当然的、自信的和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

西”［10］（P36）。这种异己的媒介不仅阻隔了交往形式的直接性，而且也削弱了人的主体地位。其二，

交往主体客体化。随着交往中介的外化，物的中介跃升为交往关系的主导，交往主体从关系的能

动建构者沦为被既定规制支配的客体，社会关系由此发生根本性倒置。其三，交往目的工具化。

在异化的交往形态中，交往不再以自我确证和人的自由发展为目的，而是服从于外在的交换或增

殖逻辑，这意味着交往本身的意义被吞噬。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这些个人是怎样的，这种社会

联系本身就是怎样的”［10］（P25），交往的目的也随之发生根本转变。这些核心要点不仅构成了交往异

化的基本内涵，也为从不同维度分析当代社会中交往异化的具体样态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判定标准。

（二） 异化根源：资本操控下社会关系的全面物化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科学性嬗变，表现为从青年时期的人本主义的“人的本质”异化批判到成

熟时期对资本及其增殖逻辑的唯物史观剖析。在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 《大

纲》） 与 《资本论》 中，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异化并非仅仅源于私有制或货币中介的存在，更源于

资本对技术的占有。在这一视角下，异化的根源被精确地指认为资本对“一般智力”的占有，以

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关系全面物化。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揭露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

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11］（P90），马克思称之为“商品拜物教”。而这一机制又衍生出货币拜物教和

资本拜物教，遮蔽了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这种物的关系造成了交往异化的核心表征，即

物的主体化和人的客体化。

从技术维度看，这一异化机制集中体现为“死劳动”对“一般智力”的支配。在 《大纲》 的

“机器论片段”中，马克思提出了“一般智力”［12］（p198）概念，是“社会主体智力长期发展和经验积

累的结果”［13］。本应是促进人类解放的科学知识，但在资本的规制下，被固定为“自动的机器体

系”［14］（P90）。由此，“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

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15］（P385），这带来了双重倒置关系。其一，智力权力的倒置。机器体系作为一

种对象化的“一般智力”，被纳入资本增殖过程，转化为与活劳动对立的异己权力，压制工人的智

力发展。其二，主客体关系倒置。活劳动从属于死劳动，工人沦为机器体系“有意识的器

官”［11］（P483）。“一般智力”转化为具有社会支配力的机器体系，并重塑社会交往格局。

从资本操控交往维度看，异化不再局限于生产领域，而是沿着交往媒介、交往主体与交往目

的等维度，扩展至社会交往领域，使交往不断趋向抽象化与物化。其一，交往空间的同质化与可

计算化。资本为了让空间更好地服务于资本增殖将其同质化为可计算空间。马克思将生产空间描

述为适应机器生产而非人体自身的“苦难窟”［11］（P564），人们的肉体和精神都受到资本的支配和控

制，这种规训逻辑延伸至生活空间。其二，交往时间虚无化。人的生命时间被分割为“工作时间”

和“闲暇时间”，而闲暇时间又被消费主义所占领，服务于资本的再生产，“全方位达成对工人的

时间规训”［16］。其三，交往关系冷漠化。随着资本宰制社会关系，感性温情的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为

“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17］（P34）。这种主体间性的断裂，将成为技术中介全面入侵情感领域的

缺口。

总之，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当代技术文明，特别是具身智能全面渗透社会交往的语境下，亟

需重新激活异化理论所内蕴的批判能量。如果说工业资本主义下的异化体现为“死的物质对活的

生命力的统治”，那么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统治已然变异为一种更为内隐和深刻的形态。异

化不再仅仅是工厂机器对身体的规训，而是延伸至算法逻辑对交往实践乃至主体心智的全面殖民。

正是这一全新的历史情境，通过对交往异化概念及其社会根源的分析，为我们判断交往异化提供

了理论基础和标准，从而使我们更好地深入具身智能的内在机理，解剖其在语言、空间、情感及

价值所引发的全新异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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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现样态：具身智能时代交往异化的具体特征

具身智能作为“一般智力”的最新对象化产物，在技术本性上具备着拓展主体感知与行动边

界，促进自由交往的解放潜能。然而，技术本身并不必然导致交往异化，其效能取决于它从属于

何种社会形式。在资本逻辑主导下，这种解放潜能与异化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刻的辩证张力。

资本借助算法将复杂的社会交往转化为可计算、可预测、可控制的流程。由此，在这种无所不在

的“凝视”之下，技术中介从促进交往的工具，转变为支配交往的异化力量。这里的核心判据在

于主客体关系是否发生倒置，即交往实践是否偏离了人的自我确证逻辑。以此为参照，具身智能

交往异化在语言、空间、情感与价值四个维度上，呈现出更为深刻的表现样态。

（一） 语言异化：从语义丰富到人机隔阂

具身智能深度介入社会交往的背景下，语言这一交往媒介发生了显著变化，凸显了机器语言

与自然语言的本质差异。马克思认为语言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8］（P34），是在

交流与创造中逐渐积累并丰富起来。具身智能语言则依赖于大规模数据集的训练与模拟，强调规

范性、可计算性与数据驱动。然而，当人们为了更高效地反馈而自觉适应机器语言时，人便从语

言的主人异化为算法语料的生产者。此时，自然语言物化为标准化的算法语言，算法中介阻隔人

与人之间直接且有意义的交往。

具身智能的语言交互更深地依赖于数据规律的机械模仿，而非真正的理解，这在人机之间划

开了一道深刻的语义鸿沟。从鲜活经验到标准化数据来看，以医疗问诊机器人为例，在问诊过程

中，患者将自己丰富的具身感受“客体化”，以迎合系统的理解框架。在这一过程中，患者从一个

寻求理解的交往主体，降格为一个被审视和分析的数据对象。从认知科学的视角来看，这种鸿沟

源于人类依据日常经验构建的常识性概念描述，与计算机所运用的语言概念之间的根本性差异。

有研究指出“具身智能模拟人类通过‘身体’进行认知的方式存在明显的概念互通问题”［19］，这导

致人类语言与机器语言的交互存在不可避免的理解障碍。

语义鸿沟在具体的交往实践中，进一步固化为现实的交往隔阂。一是语境理解障碍。在现实

任务场景下，具身智能需要将自然语言指令精准解析并转化为可执行的动作序列，这使得跨模态

语义对齐问题变得尤为复杂与紧迫。由于机器“缺乏体验和意义的先决条件”［20］，难以通过真正的

社会体验与新陈代谢来自我进化，因而难以动态捕捉并适应人类语言中高度语境化的语义流变。

二是主体间性的缺位。在语境理解受限的条件下，人类与机器人之间也难以构建真正意义上的

“主体间性”与共享的社会语境。这正是交往媒介由主体间真实的语义理解转化为物化中介在语言

层面的最直观呈现。

（二） 空间异化：从自由交往到算法规训

语言媒介的异化必然延伸至交往空间的重组。具身智能通过提供全时段在线、高度定制化的

“完美陪伴”，构建了一个无压力的拟态理想交往空间。然而，这恰恰是资本逻辑掩盖下的交往陷

阱。在这种空间中，交往不再是主体间自由敞开，而是被深度学习与反馈机制所引导和塑形。用

户为了获得最佳反馈，往往自觉地按照算法偏好调整自身行为，构成了从自由交往到算法围猎的

“空间异化”。

交往空间的算法化使主体逐渐丧失关系建构的主导者身份，沦为被支配者。智能技术虽克服

了时空限制，但在资本操控下，本应作为“中介”连接你我的技术，正被异化为操控行为、榨取

价值的工具，反而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真实交往的疏离。这种交往规范失序最危险的后果，是人与

机器之间主客关系的颠倒。本应是服务于人的工具，具身智能正凭借其超强的知识储备、情感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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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和模仿能力，从被动的媒介转变为主动的、具有支配性的交往对象。这印证了马克思的洞见：

“在你心目中，你的产品是占有我的产品从而满足你的需要的工具、手段。”［21］（P36）服务于主体间交

往需求的劳动产物即交往工具，在特定条件下会偏离其本质，从沟通中介逆转为控制性力量。用

户在与具身智能的互动中，会不自觉地赋予其主体地位。

伴随 VR 等虚拟技术和具身智能的不断融合，将极有可能实现虚拟与现实互通，人们的交往空

间将被算法全方位宰制，人的自我认知也随之异化，社会关系被简化为纯粹的数据关联，这严重

背离了人的社会属性本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源自个体的肉体感受性以及真实

的社会交往活动。一旦脱离现实交往所具备的鲜活、真实与确切的特质，人的本质就可能陷入被

抽象事物如同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或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货币”所操控的困境，最终导

致人类主体性的沉沦。在这一过程中，空间异化是交往主体客体化的具体表现。

（三） 情感异化：从主体间共鸣到情感商品化

情感作为一种“具身性感受 （Embodied Perception） ”［22］，是肉体与灵魂相结合产生的真实生

命体验，也是主体间理解、共鸣、相互确证的纽带。然而，在具身智能与资本的统摄下，主体倾

向于与无意识的机器客体交流，导致情感对象的倒置。更深层次的异化在于，情感被纳入资本增

殖的过程，主体在与机器的互动中难以寻求到真实慰藉以实现自我确证，反而这种情感体验转化

为计算化、商品化的情感劳动。

情感异化的第一步，便是用技术化的模拟悬置乃至取代这种真实性。具身智能通过算法生成

符合逻辑的回应，却无法触及在复杂现实中、由共同生命体验生成的真实共情。以养老场景中的

具身陪伴机器人为例，相关产品能够营造出一种高度拟真的“共情”假象。在这个过程中，“人类

滚烫的情感将无一例外地被转换成数据，进而结成一串串无辨识度的、同质化的冰冷符号”［23］。当

人们习惯于将情感投射到这些智能体上，而未能清醒认识到其情感仅是算法模拟时，技术的“物

性”本质便会遮蔽甚至否定人的现实性。这种误判是危险的，它将侵蚀人类作为生命体的独特性，

最终可能导致人类整体情感能力的退化。

情感异化由此走向其致命的第二步，在资本增殖逻辑下，情感的内在体验被贫困化，从而转

化为一种可被估价、生产和消费的“情感劳动”。在这种异化之下，“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异化

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自由、平等、真诚、自主的交往异化为丧失价值与尊严的物的关系或

金钱关系的交往”［24］。情感的去真实化、货币化和空虚化使其丧失了原初功能，不再是纯粹的心理

体验和主观意识的表达。在“算法凝视”下，用户的每一次情感互动都被精确地量化为可供分析

的数据。这些数据成为训练模型的养料，成为提升用户黏性的指标，最终成为可供交易的商品。

在此过程中，情感被纳入资本增殖与技术优化的逻辑中，不再以自我确证为目的，此异化形态是

交往目的工具化的集中体现。

（四） 价值异化：从 AI 对齐到技术悖论

由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引领的“超级智能”时代正加速到来，关于具身智能的价值对齐成为

技术伦理治理的核心议题。波斯特洛姆曾警示，“在人类与超级智能的差别面前，人类内部的认

知能力差别是微不足道的”［25］（P92）。为规避超级智能目标偏离带来的风险，“AI 对齐”旨在确保人

工智能的目标与人类的伦理规范保持一致，并将保护人类生命安全作为设计的“硬约束”。然而，

这种技术主义的治理方案并未触及异化的根源。真正的价值异化在于，资本逻辑主导下，具身智

能倾向于将工具理性置于人类的价值理性之上。我们试图创造遵循人类道德标准，为人类所用的

智能，结果价值地位却发生根本性转移，主体从价值判断的决定者颠倒为被算法评估与优化的

客体。

可见，“AI 对齐”这一技术理想面临着深刻的悖论，交往目的在价值层面发生了根本性异化。

—— 17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正如人工智能先驱斯图尔特·罗素所指出的，“人工智能研究主要聚焦于提升决策能力的系统，但

这并不等同于做出更优的决策”［26］（P22）。更为严峻的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所谓的“AI对
齐”理念被系统性地扭曲，沦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工具。原本旨在服务于人类福祉的价值对齐，

被重新定义为服务于资本逻辑的剥削对齐，即通过海量数据收集实现监控、算法引导和制造消费，

从而更高效地榨取剩余价值。学者肖莎娜·祖博夫深刻地揭示了这一逻辑：“我们不过是他人实现

目标的工具。”［27］（P203）这就形成了一个尖锐的矛盾，一个在技术上越是“对齐”资本目标的具身智

能，在社会层面上造成的异化就可能越深重、越难以察觉。至此，交往不再以人的自由发展为目

的，而是成为资本逻辑的附属，进一步体现了交往目的在价值层面的工具化。

总之，语言、空间、情感和价值异化是交往媒介物化、主体客体化、交往目的工具化在具身

智能时代的集中表征。无论是语言模型因缺乏对“意义”的理解而随机模仿并放大训练数据中的

消费主义偏见，还是情感计算被异化为资本增殖的数字劳动，都揭示了人工智能并非纯粹的技术，

而是如凯特·克劳福德所言，“旨在服务于既有主导利益”［28］（P8） 的庞大社会技术系统。单纯的技

术或伦理“补丁”无法解决由社会结构性矛盾引发的异化问题。真正的扬弃，必然要求我们超越

单纯技术改良主义的设想，去触及并变革其背后更根本的生产关系。

三、扬弃路径：具身智能时代交往异化的重塑方案

以具身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一方面前所未有地延伸了人类交往的能力与边界，另一方面

也使其陷入了新的困境。在资本追求效率与增殖的内在驱动下，人与具身智能乃至人与人之间的

交往关系被工具化、商品化，呈现出多重异化的样态，不仅偏离了交往的初衷，更对社会关系构

成了潜在挑战。面对这一困境，需通过技术、制度、主体三个层面的协同作用，才能系统性地抵

御和消解交往的异化形态，迈向一个技术服务于人、交往回归本真的具身智能新时代。

（一） 技术改良：辩证检视具身智能新趋势

面对具身智能引发的异化危机，技术系统正展现出一种内生性的自我优化趋势。一方面，随

着大语言模型赋予具身智能以强大的泛化认知“大脑”，以及世界模型 （World Model） 在物理环

境交互上的突破，机器正借助记忆机制与反馈控制，在技术层面弥补人机交互中的语义鸿沟与

“幻觉”现象。另一方面，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 （RLHF），借助强化学习算法，试图将人类偏

好融入奖励模型，更好地实现算法行为与人类意图和价值观的对齐。然而，单纯依靠技术内部迭

代的改良方案，难以使具身智能回归“劳动资料的本质属性”［29］，更难以解决交往异化。海德格尔

认为，“技术的本质绝非任何技术的事物”［30］（P123）。当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 （RLHF） 将价值

判断降维为可计算奖励函数，它并未真正理解人类的道德标准，反而迎合人类偏好以营造一种伪

理性的交往空间。

要实现对交往异化的根本扬弃，需对具身智能本身祛魅，但这也只是必要条件之一。首先，

推动具身智能从“技术神话”转为“透明中介”，通过技术手段打开“算法黑箱”，“嵌入有利于多

元交往的算法”［31］ 服务于人类福祉。其次，建立可解释性机制，准确理解环境和指令，使人类清

楚知道“感知－理解－决策－执行”的逻辑链条，提升算法可信度与可解释性。最后，在算法设

计源头设立“人是目的”原则，嵌入可干预性机制，为人机互动划定伦理边界。只有确保具身智

能算法的安全性，才能保证具身智能是增强人类能力的工具，使其回归工具本位，从而阻断交往

媒介物化。但要注意的是，若具身智能依旧是资本增殖的中介，这些技术层面的改良容易被吸纳

为资本的优化手段，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延续语言、空间、情感与价值层面的交往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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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制度变革：打破资本对算法的垄断

从制度层面合理驾驭资本，限制资本对具身智能的无止境宰制。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资本越

来越具有物的形态，越来越由一种关系转化成一种物”［32］（P341）。在具身智能时代，这一异化升级为

“数据－算法－智能体”的三重物化。资本通过对这三重媒介的垄断，将活劳动降格为冰冷的、可

量化的“数据连接”。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变革打破这种垄断。

第一，变革生产关系，推进平台数据共享机制建设。一方面，依托隐私计算等技术手段，实

现“可用不可见”的数据协同利用，在保障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的前提下促进数据流通共享。同

时，通过完善数据确权与收益分配制度，“从‘为他’生产转向‘为己’生产”［33］，更好地发挥数

据要素价值。通过制度设计，使异化为“算法的饲料”的语言、情感数据重建其作为“类本质力

量”的尊严。另一方面，政府要构建一套较为成熟的算法伦理监管体系，而非直接干预技术配置，

旨在保障具身智能交往过程中的隐私与安全需求，从而捍卫“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这一

命题。

第二，规制算法权力，推动“算法向善”。针对算法黑箱对语义与情感的扭曲，立法层面应要

求具身智能系统在合理范围内提升算法透明度，即用户有权知晓自然语言与情感意图是如何被转

化为机器指令的，“以立法赋予用户对自身数据的自主权”［34］。同时，必须明确软件开发人员、资

本创投者以及科研机构等相关主体的伦理责任。政府应发挥敏锐的风险洞察力，积极构建多元主

体协同治理机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立法框架，推动新兴技术向善，从而更好地发挥新兴技术的

积极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政府需清晰界定公权力与算法权力的边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

在推进算法向善方面的优势。

第三，捍卫劳动者权益，建立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具身智能的“随时随地交往”实则是资

本时空殖民的升级，劳动者被迫加入自我剥削式的“内卷”中。必须提高算法透明化，破除唯效

率的算法机制，科学分配任务量，帮助劳动者夺回自由时间作为发展空间，找到效率和人本之间

的平衡点。法律赋予劳动者断开数字连接的权利，限定资本在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利润边界。

同时，建立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使情感劳动者可以获得与情感劳动对等的工作报酬，使平台情

感劳动者的社会价值和劳动意义得到应有的保障。这不仅是对“自由假象”下深层剥削机制的制

度性破除，还是为了实现劳动从被迫的谋生手段向“自主活动”的转化。

（三） 主体重建：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

技术的发展不仅是工具的革新，其还深刻地重塑着人的存在方式与主体性。在具身智能深度

嵌入社会交往并通过算法持续塑形主体行为的情境下，扬弃交往异化，除了技术改进与制度构建，

还需回归并激活主体的内在能动性，使其重新成为交往关系的能动建构者，最终指向马克思所设

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首先，认知上对技术进行祛魅。在资本操纵的具身交互中，主体极易陷入技术崇拜的迷思，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当我们认为技术是某种中性的东西时，我们又是以一种可能最坏的方式被交

给技术了”［30］（P123）。为了避免陷入技术恐慌，主体重构的首要前提是对人类主体性有清醒的认知，

抵制资本对主体的占领。个体不仅要“重视数字化、智能化学习”［35］，提升数字技能，清醒地认识

到其作为“死劳动”的代码本体；还要洞察到具身智能背后的社会性，限制资本的总体化膨胀趋

势，从而在人机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

其次，破除具身智能交往中的情感依赖，在现实交往实践中重构人的主体性尊严。  当 《穆勒

评注》 中“交往的相互确认”异化为“用户与算法的相互驯化”时，人的自主性被侵蚀。过度依

赖虚拟情感交往可能导致连接却孤独的状态，智能产品的研发人员要考虑到用户的情感健康因素，

以适应“高技术与高情感的平衡与协调”［36］（P300） 的时代需求。因此，我们必须撕破技术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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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技术滥交”［37］（P10），直面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现实的个人”的真相，捍卫“激情、热情

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38］（P211），打破越连接越孤独的困境。

最后，超越“原子化”连接，构建“有机共同体”。具身智能虽然建立了“普遍交往”，但往

往是基于“弱连接”和“信息茧房”的原子化状态。真正的解放实践，要求我们扬弃这种由算法

中介的冰冷连接，走向马克思所指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要求劳动者在“断开连接”的自由

时间里，主动建立和维护那些无法被算法完全量化和操控的强连接。“重视‘交谈’，以‘面对面

交流方式’”［39］，缓解具身智能交互所引发的交往疏离，使人的交往从异化的资本逻辑中解放出

来，实现以“共同体”的实践来超越“数据化”的逻辑。

综上所述，重建主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使主体重新回归交往关系建构的主导者身份，从而

在人与机器的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技术改良、制度变革与主体实践的共同作用，真正让具

身智能服务于“自由人联合体”，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四、结 语

具身智能交往异化的多重样态，从根本上揭示了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三重判断标准下，技术

发展所引发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深层矛盾。“算法凝视”是资本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新

形态，它将人类交往本身改造为一座持续生产价值的“数据工厂”，系统性地制造出一种比传统劳

动异化更深刻的“交往异化”。尤其在具身智能时代，其在“身体图式”“意向弧”和“言语姿势”

的深层局限，反而更加凸显了模拟交往与真实交往之间的鸿沟。这种异化最终导向的，不仅是交

往的危机，还是人的主体性危机。当我们沉浸于算法构建的虚拟世界时，正面临着被技术霸权消

解自身本质的风险。然而，问题的根源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其背后的资本逻辑。因此我们必须

警惕技术带来的异化风险，但更要主动把握其解放的潜能，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与社会实践，确

保智能技术最终服务于“人是目的”的价值立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穿透“算法凝视”，捍卫人

的尊严，确保具身智能成为通往“自由人联合体”的桥梁，而非加剧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交往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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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ic Gaze：Alienated Communication in the Era of Embod⁃
ied Intelligence and Its Resolution

ZHANG Shu-hua

Abstract：Embodied intelligence is rooted in the continuous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erception-cognition-
behavior” loop and physical context， driving a profound 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However， under the 
logic of digital capitalism，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have not led to the liberation of communication but have 
instead given rise to new forms of communication alienation.  The criticism of this issue cannot be confined to 
the level of technical ethics；it must delve into the core of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to examine the qualita⁃
tiv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cative practice itself.  Under the gaze of algorithms， the alienation of communi⁃
cation in the era of embodied intelligence presents fourfold manifestations： language as a communication 
medium is instrumentalized， space as a communication context is regulated， emotions as the core of commu⁃
nication are commodified， and value as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is dominated by capital.  To abandon 
the aliena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era of embodied intelligence， we should fully tap into the liberating 
potential of embodied intelligence in the technological dimension； and break the monopoly of capital on tech⁃
nology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the institutional dimension； cultivate individual 
autonomy and initiative in the subjective dimension；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data “connectivity” to 
true “human unity”， and then transfor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to the reshaping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liberating power of human beings.
Key words： algorithmic gaze； embodied intelligence； alienation of communication； subjectivity； capital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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